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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系统科学视角，构建了基本公共服务—城镇化—区域经济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耦合协

调模型、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对2008—2017年我国31个省（市、区）（不包括中国港澳台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城镇

化—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发展时空演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与驱动机制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基本公共服务质量与

城镇化质量、区域经济质量的发展变化特征之间具有一定关联性，基本公共服务质量滞后于其它两个子系统发展，

且滞后期大约为2年；②2008—2017年，我国各省（市、区）基本公共服务—城镇化—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发展关系总

体比较稳定，且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异明显；③从风险因子探测结果来看，人均GDP、城镇单位就业人员、人均地方财

政收入、货物进出口总额是三大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空间分异的主要影响因素，从因子交互探测结果来看，双因子交

互作用要强于单独因子作用；④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城镇化—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发展时空演化是由基础设施支撑

力、资源集聚力、经济拉动力、政府调控力、市场推动力、社会促进力等多元驱动机制综合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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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system science, this paper constructed a coupling coordinatio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basic public service-urbanization-regional economy. Entropy method, coupling coordination model,

geographical detector and other methods were used to study the spatial-temporal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driving mechanism of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basic public service-urbanization-regional

economy in 31 provinces of China (excluding Hong Kong,Macao and Taiwan in China) from 2008 to 2017.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re is a certain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basic public service

quality, urbanization quality and regional economic quality. The quality of basic public service lags behi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other two subsystems,and the lag period is about 2 years; 2) From 2008 to 2017,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basic public services, urbanization and regional economy in China's

provinces and cities is generally stable,and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ed degree is obviously different in space; 3) From

第40卷第5期
2020年5月

经 济 地 理
ECONOMIC GEOGRAPHY

Vol.40，No.5
May，2020

User
高亮



“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

入了新时代。新时代中国经济和城镇化均由高速

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1］，基本公共服务供

给也更加注重均等化和高效化。加快现代化经济

体系建设，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提

高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和效率，成为现阶段国家

战略的重要内容。基本公共服务、城镇化与区域经

济是相互联系、彼此制约的三个方面，如何协调好

它们之间的关系，成为近年来学术界普遍关注的内

容，也是政府关心和着力要解决的问题。

将基本公共服务—城镇化—区域经济系统看

成一个由基本公共服务质量、城镇化质量和区域经

济质量三个子系统相互作用、彼此牵制而形成的具

有复杂性和开放性的复合系统，深入理解三个子系

统之间的耦合机理，有助于更好地解决基本公共服

务—城镇化—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问题（图1）。首

先，基本公共服务质量与城镇化质量之间是双向影

响的。一方面，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升基

本公共服务质量带来的直接作用就是促进“人的发

展”，满足了新型城镇化的“高质量”发展要求；另一

方面，城镇化的集聚效应为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供给

质量和效率营造了便利环境。其次，基本公共服务

质量与区域经济质量之间相互影响。基本公共服

务高质量供给有利于改善劳动力、投资环境等经济

要素条件，进而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经济发展

所创造的大量财政收入又可以作为基本公共服务

的投资来源，推动基本公共服务质量不断提升。最

后，区域经济质量与城镇化质量之间相互影响。随

着生产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优化，劳动力、资本等

发生产业转移和空间集聚，为新型城镇化发展提供

了根本动力；反过来，城镇化可以发挥其资源集约

利用、基础设施共享等优势，创造出更多的外部经

济效益，但城镇化发展过程中会受到资源环境承载

能力的约束和反馈，因此不合理的城镇化进程会导

致“人地失调”现象发生，甚至对经济发展形成

阻碍［2］。
国外较早开始研究城镇化与区域经济之间的

互动关系，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Northam提出经

济发展和城镇化之间大致表现为线性关系［3］；Gal⁃
lup等认为城镇化是伴随经济增长过程而发生的［4］；
Henderson指出在最大化生产率方面存在一个最佳

的“城市集中度”，但城市化本身并未对生产率增长

产生十分强烈的影响［5］；Tahsin等以新兴市场国家

为调查对象，对其城市化、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耗三

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调查与分析［6］。关于基

本公共服务，国外学者多从公共支出的角度来进行

探究。Carsten通过研究发现，公共交通基础设施、

教育和行政等方面的支出有利于经济发展［7］；Sha⁃
hid的相关调查结果也表明，公共支出系数是社会

经济发展的推动力［8］；Antonelli等对欧洲国家的社

会公共支出效率进行测度，发现效率较高的国家往

往具有较高的教育和GDP水平［9］。国内学者关于

基本公共服务、城镇化和区域经济三者之间关系也

做了很多实证研究。基本公共服务与城镇化关系

方面，付占辉等以南阳市为例，探讨了基本公共服

务与城镇化的相互作用关系［10］；韩清提出要建立和

完善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之间的良性互

动关系机制［11］；袁丹等深入分析了东部沿海地区基

本公共服务与人口城镇化的协调发展关系特征［12］。
基本公共服务与区域经济关系方面，马慧强等以我

国地级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对基本公共服务质

量［13］以及基本公共服务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协调关

系［14］进行了探究；刘传明等对江苏省经济发展与基

本公共服务的互动耦合机制进行了实证研究，同时

指出有利于其协调发展的路径［15］。城镇化与区域

经济关系方面，陈明星等从省级层面出发，研究了

我国城镇化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空间分布特征［16］；徐
佳萍等选取江西省十一个地级市，对其经济发展水

平与城镇化效率之间的协调关系进行了时空演化

分析［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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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isk factor detection results,per capita GDP,urban unit employment personnel,per capita local financial income and

total import and export of goods are the main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three systems. From the factor interaction detection results, the interaction effect of two

factors is stronger than that of single factors; 4) The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of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basic public services, urbanization and regional economy in China is the result of the comprehensive

function of multiple driving mechanisms, such as infrastructure supporting force, resource gathering force, economic

pulling force,government regulation force,market driving force and social promoting force.

Keywords: basic public services; urbanization; regional economy; coupling coordinative; space-time evolution; driving

mechanism;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综上，现有国内外文献以基本公共服务、城镇

化和区域经济的两两关联分析为主，缺少三者耦合

协调关系的系统性研究。国外学者的研究焦点主

要集中于理论层面，国内学者多以截面数据为基

础，针对某个省份或城市进行实证分析，宏观尺度

范围的研究相对比较缺乏。基于此，本文构建基本

公共服务—城镇化—区域经济耦合协调评价指标

体系，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模型、地理探测器方法

等，对 2008—2017年我国 31个省（市、区）（不包括

中国港澳台地区）三大系统的耦合协调关系时空演

化特征进行定量分析与评价，并对其影响因素与驱

动机制进行深入探究，以期为各地区基本公共服务

均等化供给、新型城镇化建设、区域经济可持续发

展等提供决策依据。

图1 基本公共服务—城镇化—区域经济耦合机理分析图
Fig.1 Coupling mechanism analysis chart of basic public

service-urbanization-regional economy

1 指标体系、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指标体系构建

本文在遵循系统性、科学性、全面性等指标体

系构建原则的基础上，参考和借鉴众多相关研究成

果［18-28］，围绕基本公共服务质量、城镇化质量和区

域经济质量三个子系统，构建出由 44个指标组成

的基本公共服务—城镇化—区域经济耦合协调评

价指标体系（表 1）。其中，基本公共服务质量指标

选取主要考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

有所养、住有所居”的要求，涵盖了教育与文化服

务、医疗卫生与社会保障服务、基础设施服务、生态

环境服务4个方面；城镇化质量指标体系是在城镇

化内涵的基础上构建的，涉及人口城镇化、经济城

镇化、土地城镇化和社会城镇化 4个方面；区域经

济质量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区域经济质量提升不

仅体现在经济的数量增长上，还体现在经济效益增

加和经济结构优化等方面，因此，本文从经济规模、

经济效益和经济结构 3个方面来构建区域经济质

量指标体系。

1.2 研究方法

11..22..11 熵值法熵值法

本文在通过极差法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

理的基础上，采用熵值法确定各指标权重，避免了

第5期 马慧强，廉倩文，韩增林，等：基本公共服务—城镇化—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发展时空演化 21

表1 基本公共服务—城镇化—区域经济耦合
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Tab.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velopment of basic public
service-urbanization-regional economy

评价子系统

基
本
公
共
服
务
质
量

城
镇
化
质
量

区
域
经
济
质
量

二级指标

教育与文化
服务

医疗卫生与社
会保障服务

基础设施服务

生态环境服务

人口城镇化

经济城镇化

土地城镇化

社会城镇化

经济规模

经济效益

经济结构

评价指标

普通高等学校数（所）
每万人中小学专任教师数（人）
地方财政教育支出（亿元）
地方财政科学技术支出（亿元）
公共图书馆总藏量（万册）
医疗卫生机构数（个）
卫生机构床位数（万张）
执业医师数（万人）
地方财政医疗卫生支出（亿元）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率（%）
失业保险覆盖率（%）
公共厕所数量（座）
公共交通车辆数（辆）
城市用水普及率（%）
城市燃气普及率（%）
互联网普及率（%）
森林覆盖率（%）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地方财政环境保护支出（亿元）

城镇人口比重（%）
建成区人口密度（人/km2）
二三产业产值占比（%）
建成区经济密度（亿元/km2）
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亿元）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每万人建成区面积（km2/万人）
人均城市道路面积（m2/人）
人均城市绿地面积（m2/人）
城镇登记失业率（%）
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万人）
每万人拥有城市卫生技术人员数（人）
人均邮电业务总量（万元/人）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地方财政收入（亿元）
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亿元）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元/人）
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万元/人）
人均地方财政收入（万元/人）
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万元/人）
二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
增加值对比系数
产业结构层次系数



人为赋权的主观性。由于熵值法已较为熟知，在已

有研究中被广泛应用，考虑到文章篇幅限制，其具

体计算过程不再赘述，详细步骤请参见引用

文献［29］。
11..22..22 耦合度模型耦合度模型

耦合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系统或运动方式

之间通过各种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以至联合起来

的现象［30］。基本公共服务—城镇化—区域经济耦

合度模型公式如下：

C = ì
í

î

ïï
ïï

ü

ý

þ

ïï
ïï

f ( )x × g ( )y × h ( )z
é

ë
ê

ù

û
ú

f ( )x + g ( )y + h ( )z
3

3

1
3

（1）

式中：C为耦合度，且取值范围在 0～1之间；f ( )x 、

g ( )y 、h ( )z 分别为利用熵值法计算得到的基本公共

服务质量、城镇化质量、区域经济质量的综合得分。

11..22..33 耦合协调度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

耦合度可以反映基本公共服务质量、城镇化质

量和区域经济质量三者间相互作用程度的强弱，却

难以衡量其协调发展水平如何。因此，进一步构建

三者的耦合协调度模型如下：

D = C × T,T = αf ( )x + βg ( )y + χh ( )z （2）
式中：D为耦合协调度；C为耦合度；T为三个子系统

的综合评价指数；α、β、χ为待定权数。考虑三者在

综合系统中作用的影响程度，结合专家打分法得出

的结果，取α=0.4、β=0.3、χ=0.3。参考廖重斌的协调

度等级划分原则［31］，将基本公共服务—城镇化—区

域经济耦合协调度划分为10类（表2）。
11..22..44 地理探测器地理探测器

地理探测器受到的前提制约较少，现已被广泛

应用于地理事物空间分布的形成机理研究［32-34］。
本文主要引用地理探测器中的因子探测和交互探

测，对我国省域基本公共服务—城镇化—区域经济

耦合协调发展时空分异的影响因素及形成机理进

行深入探析。

1.3 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统计数据均来源于 2009—2018年的

《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

计年鉴》及各省份统计年鉴，对于其中的少量缺失

数据，采用加权平均法或趋势外推法补齐。

2 结果分析

2.1 各子系统发展总体态势

通过计算 2008—2017年我国基本公共服务质

量（P）、城镇化质量（U）和区域经济质量（E）的平均

值（图 2），发现十年间我国基本公共服务质量平均

水平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变化特征，其中 2008—
2014年基本公共服务质量平均值呈现出先下降、后

上升、再下降、再上升的“W”型变化趋势，2015—
2017年平均值持续降低，但 2016年后下降速度有

所减缓。城镇化质量平均水平变化相对平稳，数值

在 0.3076～0.3322之间波动，整体上呈现“稳步上

升—缓慢下降”的变化趋势，其中 2015—2017年变

化幅度最小，数值基本维持在 0.3088左右，且表现

有一定的回升趋势。区域经济质量平均水平总体

上呈现波动上升的发展趋势，仅在 2011和 2016年
出现两次“低谷”，区域经济质量平均值从 2008年
的 0.2592增加至 2017年的 0.2705，增幅为 0.0113，
表明我国区域经济质量整体发展态势良好，但仍具

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图2 2008—2017年我国基本公共服务质量、
城镇化质量、区域经济质量的平均值

Fig.2 Average of basic public service quality,
urbanization quality and regional economic

quality in China from 2008 to 2017

由图 2可知，基本公共服务质量的时间演变特

征与城镇化质量、区域经济质量的时间演变特征之

间具有一定关联性。基本公共服务质量的增减变

化会受到城镇化质量和区域经济质量变化的影响，

表2 协调度等级划分
Tab.2 The classification of the coordination degree

耦合协调度

协调等级

0.0～0.1
Ⅰ极度失调

0.1～0.2
Ⅱ严重失调

0.2～0.3
Ⅲ中度失调

0.3～0.4
Ⅳ轻度失调

0.4～0.5
Ⅴ濒临失调

0.5～0.6
Ⅵ勉强协调

0.6～0.7
Ⅶ初级协调

0.7～0.8
Ⅷ中级协调

0.8～0.9
Ⅸ良好协调

0.9～1.0
Ⅹ优质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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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基本公共服务质量与其它两个子系统之间存在

一定的发展滞后性，滞后期大约为 2年。例如，城

镇化质量和区域经济质量在 2008—2009、2011—
2012年均处于增长期，由于城镇化水平提高对基本

公共服务需求产生的强烈刺激，以及经济实力增强

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形成的有力支撑，经过两年的

滞后期后，基本公共服务质量在 2010—2011、2013
—2014年2个时间段也开始快速增长；城镇化质量

和区域经济质量在 2013—2015年均处于下滑期，

相应地，基本公共服务质量在滞后了两年的2015—
2017年也呈现持续下滑的变化趋势。

2.2 基本公共服务—城镇化—区域经济耦合协调

度时空演化分析

22..22..11 耦合协调度时序演变分析耦合协调度时序演变分析

根据我国省域基本公共服务质量、城镇化质

量、区域经济质量的综合评价值，结合公式（1）和公

式（2），可以计算得到三大系统的耦合度及耦合协

调度（表3），进而可以对2008—2017年我国省域基

本公共服务—城镇化—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度的时

间演变特征进行分析。

由表 3及协调度等级划分标准可知，2008—
2017年，我国各省（市、区）基本公共服务—城镇化

—区域经济的耦合协调度均呈小幅波动发展趋势，

数值总体变化不大。具体而言，大部分省份的三大

系统耦合协调度等级类型在研究时段内基本保持

不变，表明其基本公共服务—城镇化—区域经济耦

合协调发展关系比较稳定，如西藏、甘肃、青海等省

份的三大系统耦合协调度在研究时段内始终处于

轻度失调状态；江西、海南、云南、新疆等省份的耦

合协调度在研究时段内始终处于濒临失调状态；内

蒙古、安徽、河南、湖北、湖南、四川、陕西等省份始

终处于勉强协调状态；上海、江苏、浙江等省份始终

处于中级协调状态。个别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

城镇化—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度等级类型在研究时

段内出现上升或下滑趋势，如重庆、贵州的三大系

统耦合协调度自 2010年起上升至优一级耦合协调

表3 2008—2017年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城镇化—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度
Tab.3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basic public services-urbanization-regional economy in China from 2008 to 2017

省（市、区）

北京
天津
河北
山西
内蒙古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上海
江苏
浙江
安徽
福建
江西
山东
河南
湖北
湖南
广东
广西
海南
重庆
四川
贵州
云南
西藏
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
新疆

2008
0.8044
0.6083
0.5870
0.5208
0.5274
0.6501
0.5081
0.5098
0.7640
0.7652
0.7275
0.5020
0.5868
0.4849
0.7110
0.5732
0.5457
0.5331
0.8029
0.4624
0.4286
0.4914
0.5411
0.3860
0.4531
0.3422
0.5225
0.3681
0.3750
0.3816
0.4571

2009
0.8022
0.5994
0.5934
0.5102
0.5350
0.6391
0.4952
0.5020
0.7784
0.7627
0.7107
0.4996
0.5836
0.4881
0.7059
0.5818
0.5438
0.5369
0.7973
0.4681
0.4398
0.4891
0.5503
0.3897
0.4427
0.3405
0.5250
0.3617
0.3672
0.3861
0.4432

2010
0.8089
0.6062
0.5961
0.5132
0.5367
0.6500
0.4974
0.5056
0.7719
0.7706
0.7175
0.5106
0.5925
0.4911
0.7128
0.5811
0.5524
0.5360
0.8119
0.4776
0.4555
0.4958
0.5549
0.3969
0.4424
0.3432
0.5286
0.3642
0.3702
0.4091
0.4503

2011
0.8096
0.6185
0.5907
0.5113
0.5427
0.6504
0.4918
0.4947
0.7653
0.7811
0.7239
0.5156
0.6019
0.4894
0.7142
0.5721
0.5616
0.5393
0.8027
0.4705
0.4843
0.5090
0.5520
0.4004
0.4391
0.3345
0.5361
0.3663
0.3874
0.4065
0.4610

2012
0.8055
0.6011
0.5844
0.5146
0.5562
0.6581
0.4996
0.4981
0.7518
0.7849
0.7233
0.5196
0.6061
0.4901
0.7158
0.5809
0.5642
0.5389
0.8021
0.4728
0.4837
0.5225
0.5639
0.4135
0.4411
0.3425
0.5413
0.3737
0.3789
0.4123
0.4621

2013
0.8040
0.6001
0.5761
0.5136
0.5555
0.6550
0.4949
0.4890
0.7457
0.7802
0.7227
0.5172
0.6069
0.4816
0.7157
0.5728
0.5678
0.5392
0.7999
0.4636
0.4552
0.5135
0.5562
0.4042
0.4371
0.3480
0.5370
0.3753
0.3883
0.4220
0.4686

2014
0.8101
0.5960
0.5697
0.5012
0.5620
0.6387
0.4870
0.4736
0.7444
0.7840
0.7297
0.5160
0.6100
0.4844
0.7110
0.5746
0.5765
0.5460
0.7949
0.4606
0.4515
0.5177
0.5533
0.4085
0.4359
0.3556
0.5382
0.3722
0.3887
0.4269
0.4710

2015
0.8045
0.5801
0.5512
0.4889
0.5276
0.5855
0.4684
0.4583
0.7393
0.7721
0.7307
0.5008
0.6011
0.4757
0.6947
0.5643
0.5708
0.5331
0.8018
0.4490
0.4452
0.5117
0.5406
0.4045
0.4274
0.3589
0.5272
0.3731
0.3768
0.4081
0.4576

2016
0.8021
0.5614
0.5397
0.4751
0.5085
0.5437
0.4578
0.4522
0.7443
0.7599
0.7219
0.5023
0.5811
0.4747
0.6889
0.5705
0.5704
0.5339
0.8040
0.4454
0.4438
0.5047
0.5405
0.4147
0.4403
0.3304
0.5093
0.3807
0.3502
0.3942
0.4313

2017
0.7934
0.5517
0.5555
0.4596
0.5002
0.5358
0.4458
0.4480
0.7403
0.7656
0.7290
0.5189
0.5949
0.4919
0.6958
0.5918
0.5771
0.5503
0.8131
0.4592
0.4363
0.5114
0.5575
0.4294
0.4587
0.3257
0.5238
0.3727
0.3582
0.3910
0.4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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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间；天津和辽宁的三大系统耦合协调度在2008—
2014年均保持在初级协调区间，2014年后却掉入

勉强协调区间；山东省的耦合协调度在2008—2014
年保持在中级协调区间，2015—2016年却滑至次一

级耦合协调区间；山西省的耦合协调度也由勉强协

调下滑至濒临失调区间。

通过计算 2008—2017年全国 31个省（市、区）

基本公共服务—城镇化—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度的

平均值，可以发现，2017年我国三大系统耦合协调

度平均值为0.5361，相较于2008年的平均值0.5459
略有下降；2008—2017年各省（市、区）三大系统耦

合协调度平均水平均处于勉强协调状态，其中北

京、河北、天津、上海、浙江、江苏、福建、广东、山东

的三大系统耦合协调度始终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

西部大部分省份如广西、重庆、贵州、云南、西藏、青

海、宁夏、新疆等的耦合协调度始终低于全国平均

水平。通过比较2008和2017年三大系统耦合协调

度可知，包括北京、天津、山西、上海等以及全部东

北地区在内共 14个省份的耦合协调度均呈现不同

程度的下降趋势，其余 17个省份的耦合协调度均

呈现不同程度的上升趋势，其中变动幅度最大的是

辽宁，耦合协调度下降了0.1143，其次分别是吉林、

黑龙江、山西、天津、贵州等，变动幅度最小的是江

苏，耦合协调度数值变动仅为0.0004。
22..22..22 耦合协调度空间演化分析耦合协调度空间演化分析

由于我国各省（市、区）基本公共服务—城镇化

—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度等级在研究时段内总体变

化不大，同时受篇幅限制，本文选取 2008、2012和
2017年三个时间截面的耦合协调度数据及等级划

分结果，利用ArcGIS10.2软件，绘制出我国省域基

本公共服务—城镇化—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度空间

格局演化图（图 3），从而对三大系统耦合协调度空

间分布格局及演化特征进行分析。

从耦合协调度等级分布情况来看，2008和

2012年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城镇化—区域经济耦

合协调度跨越了轻度失调、濒临失调、勉强协调、初

级协调、中级协调与良好协调六个等级，而2017年
三个系统耦合协调度跨越了轻度失调、濒临失调、

勉强协调、中级协调与良好协调五个等级。2008、
2012和2017年处于勉强协调等级的省份数量均占

省份总数的 38.7%，处于濒临失调等级的省份数量

分别占总数的 19.4%、22.6%和 29.0%，表明我国大

部分省份的三大系统耦合协调度尚处于濒临失调

和勉强协调等级，系统间发展的协调性有待进一步

提升，这些地区应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

基本公共服务—城镇化—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发展

策略，采取综合性的措施，推动三者向良性耦合协

调方向发展。

图3 基本公共服务—城镇化—区域经济耦合
协调度空间格局演化

Fig.3 Spatial pattern evolution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basic public services-urbanization-regional

economy

从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布格局来看，我国省域基

本公共服务—城镇化—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发展存

在明显的区域差异性。处于良好协调和中级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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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分布在北京、上海、广东、浙江等东部沿海省

份或经济发达地区，处于勉强协调的主要分布在我

国中部或东北部地区，而处于轻度失调的主要分布

在我国西部地区。总体来说，我国省域基本公共服

务—城镇化—区域经济耦合协调性呈现出由东向

西逐渐递减的梯度分布格局，这与基本公共服务质

量、城镇化质量、区域经济质量三个子系统发展的

空间特征相似，表明各子系统的发展状况与三者复

合系统的耦合协调度之间存在一定关联性，因此，

除了创新系统间耦合互动方式以外，提高各子系统

自身发展水平也是提升整个系统发展质量的有效

途径。

从耦合协调度空间演化过程来看，2017年处于

良好协调的省份数量有所减少，而处于中级协调的

省份数量有所增加，引起这一变化的原因是 2017
年北京由良好协调等级掉入了中级协调等级；

2008、2012和 2017年处于初级协调的省份数量经

历了先上升、后下降的倒“V”字型变化趋势，其中

2017年处于初级协调的省份数量降为 0，这是因为

2012年处于初级协调的三个省份均在2017年降至

次一级协调等级；处于勉强协调的省份数量保持不

变；处于濒临失调的省份数量不断增加，且空间上

不断向中部和东北部方向移动，如山西、吉林、黑龙

江在 2008和 2012年均为勉强协调，2017年却落至

表4 2008、2012、2017年风险因子探测结果
Tab.4 Risk factor detection results in 2008, 2012 and 2017

年份

2008
2012
2017

X1
0.69
0.71
0.72

X2
0.38
0.12
0.09

X3
0.17
0.28
0.31

X4
0.61
0.72
0.76

X5
0.71
0.51
0.59

X6
0.83
0.78
0.82

X7
0.49
0.41
0.54

表5 2008、2012、2017年因子交互作用探测结果
Tab.5 Factor interaction detection results in 2008, 2012 and 2017

交互因子

X1∩X2

X1∩X3

X1∩X4

X1∩X5

X1∩X6

X1∩X7

X2∩X3

X2∩X4

X2∩X5

X2∩X6

X2∩X7

年份

2008
2012
2017
2008
2012
2017
2008
2012
2017
2008
2012
2017
2008
2012
2017
2008
2012
2017
2008
2012
2017
2008
2012
2017
2008
2012
2017
2008
2012
2017
2008
2012
2017

交互值比较

0.83＞Max［q（X1=0.69），q（X2=0.38）］0.87＞q（X1=0.71）＋q（X2=0.12）0.80＞Max［q（X1=0.72），q（X2=0.09）］0.85＞Max［q（X1=0.69），q（X3=0.17）］0.88＞Max［q（X1=0.71），q（X3=0.28）］0.87＞Max［q（X1=0.72），q（X3=0.31）］0.96＞Max［q（X1=0.69），q（X4=0.61）］0.96＞Max［q（X1=0.71），q（X4=0.72）］0.95＞Max［q（X1=0.72），q（X4=0.76）］0.82＞Max［q（X1=0.69），q（X5=0.71）］0.75＞Max［q（X1=0.71），q（X5=0.51）］0.82＞Max［q（X1=0.72），q（X5=0.59）］0.89＞Max［q（X1=0.69），q（X6=0.83）］0.88＞Max［q（X1=0.71），q（X6=0.78）］0.88＞Max［q（X1=0.72），q（X6=0.82）］0.97＞Max［q（X1=0.69），q（X7=0.49）］0.94＞Max［q（X1=0.71），q（X7=0.41）］0.90＞Max［q（X1=0.72），q（X7=0.54）］0.70＞q（X2=0.38）＋q（X3=0.17）0.41＞q（X2=0.12）＋q（X3=0.28）0.51＞q（X2=0.09）＋q（X3=0.31）0.83＞Max［q（X2=0.38），q（X4=0.61）］0.81＞Max［q（X2=0.12），q（X4=0.72）］0.92＞q（X2=0.09）＋q（X4=0.76）0.85＞Max［q（X2=0.38），q（X5=0.71）］0.74＞q（X2=0.12）＋q（X5=0.51）0.80＞q（X2=0.09）＋q（X5=0.59）0.89＞Max［q（X2=0.38），q（X6=0.83）］0.90＝q（X2=0.12）＋q（X6=0.78）0.89＞Max［q（X2=0.09），q（X6=0.82）］0.74＞Max［q（X2=0.38），q（X7=0.49）］0.46＞Max［q（X2=0.12），q（X7=0.41）］0.68＞q（X2=0.09）＋q（X7=0.54）

交互作用

双因子增强
非线性增强
双因子增强
双因子增强
双因子增强
双因子增强
双因子增强
双因子增强
双因子增强
双因子增强
双因子增强
双因子增强
双因子增强
双因子增强
双因子增强
双因子增强
双因子增强
双因子增强
非线性增强
非线性增强
非线性增强
双因子增强
双因子增强
非线性增强
双因子增强
非线性增强
非线性增强
双因子增强

独立
双因子增强
双因子增强
双因子增强
非线性增强

交互因子

X3∩X4

X3∩X5

X3∩X6

X3∩X7

X4∩X5

X4∩X6

X4∩X7

X5∩X6

X5∩X7

X6∩X7

年份

2008
2012
2017
2008
2012
2017
2008
2012
2017
2008
2012
2017
2008
2012
2017
2008
2012
2017
2008
2012
2017
2008
2012
2017
2008
2012
2017
2008
2012
2017

交互值比较

0.81＞q（X3=0.17）＋q（X4=0.61）0.87＞Max［q（X3=0.28），q（X4=0.72）］0.87＞Max［q（X3=0.31），q（X4=0.76）］0.82＞Max［q（X3=0.17），q（X5=0.71）］0.77＞Max［q（X3=0.28），q（X5=0.51）］0.80＞Max［q（X3=0.31），q（X5=0.59）］0.93＞Max［q（X3=0.17），q（X6=0.83）］0.87＞Max［q（X3=0.28），q（X6=0.78）］0.97＞Max［q（X3=0.31），q（X6=0.82）］0.75＞q（X3=0.17）＋q（X7=0.49）0.62＞Max［q（X3=0.28），q（X7=0.41）］0.75＞Max［q（X3=0.31），q（X7=0.54）］0.97＞Max［q（X4=0.61），q（X5=0.71）］0.97＞Max［q（X4=0.72），q（X5=0.51）］0.94＞Max［q（X4=0.76），q（X5=0.59）］0.88＞Max［q（X4=0.61），q（X6=0.83）］0.91＞Max［q（X4=0.72），q（X6=0.78）］0.90＞Max［q（X4=0.76），q（X6=0.82）］0.70＞Max［q（X4=0.61），q（X7=0.49）］0.84＞Max［q（X4=0.72），q（X7=0.41）］0.91＞Max［q（X4=0.76），q（X7=0.54）］0.95＞Max［q（X5=0.71），q（X6=0.83）］0.87＞Max［q（X5=0.51），q（X6=0.78）］0.93＞Max［q（X5=0.59），q（X6=0.82）］0.98＞Max［q（X5=0.71），q（X7=0.49）］0.94＞q（X5=0.51）＋q（X7=0.41）0.97＞Max［q（X5=0.59），q（X7=0.54）］0.90＞Max［q（X6=0.83），q（X7=0.49）］0.88＞Max［q（X6=0.78），q（X7=0.41）］0.90＞Max［q（X6=0.82），q（X7=0.54）］

交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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濒临失调等级；处于轻度失调的省份主要集中在我

国西部地区，且空间演化特征不明显。整体来看，

2017年我国省域基本公共服务—城镇化—区域经

济耦合协调等级有明显的下滑趋势，说明系统整体

发展面临一定的失衡威胁。

3 影响因素与驱动机制分析

3.1 影响因素分析

基本公共服务—城镇化—区域经济耦合协调

发展受到多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本文在参考已

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各指标权重大小及

专家咨询意见，最终选取人均GDP（X1）、居民消费

价格指数（X2）、互联网普及率（X3）、城镇单位就业

人员（X4）、人均地方财政收入（X5）、货物进出口总

额（X6）和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X7）7项指标作

为探测因素，并利用地理探测器进行因子探测和交

互探测分析（表4、表5）。
根据风险因子探测结果（表 4），在 2008、2012

和 2017这 3个年份中，人均GDP（X1）、城镇单位就

业人员（X4）、人均地方财政收入（X5）和货物进出口

总额（X6）均为基本公共服务—城镇化—区域经济

耦合协调发展空间分异的主要影响因素，q值分布

在 0.51~0.83之间，其它因素对三大系统耦合协调

发展空间分异的影响力相对较小，且每个因素在不

同年份的影响力略有差异。此外，人均GDP（X1）、

互联网普及率（X3）、城镇单位就业人员（X4）的 q值
随时间推移不断增加，表明这3个因素对三大系统

耦合协调发展空间分异的影响力逐渐增强，相反，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X2）的 q值随时间推移不断递

减，表明其对三大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空间分异的影

响力逐渐减弱，而人均地方财政收入（X5）、货物进

出口总额（X6）、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X7）的影

响力在 3个年份中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V”字型

变化趋势。

根据因子交互探测结果（表 5），2012年居民消

费价格指数（X2）与货物进出口总额（X6）对基本公

共服务—城镇化—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发展空间分

异的影响是相互独立的，除此之外，2008、2012和
2017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X2）与其它任何因子的

交互作用结果均呈双因子增强或非线性增强，表明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X2）和其它因子共同作用时会

增加对三大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空间分异的解释力。

除 2012年人均GDP（X1）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X2）
的交互作用呈非线性增强外，3个年份中人均GDP

（X1）与其它 6项因子的交互作用均呈现双因子增

强，说明人均GDP（X1）与其它任何因子的两两交互

作用均大于其自身单独作用。同理，互联网普及率

（X3）、城镇单位就业人员（X4）、人均地方财政收入

（X5）、货物进出口总额（X6）和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

生数（X7）这几项因子中，任何两个因子之间的两两

交互作用始终大于其中某个因子的单独作用。

3.2 驱动机制分析

基本公共服务—城镇化—区域经济耦合协调

发展时空演化过程是驱动因素作用于驱动力，由内

部驱动力和外部驱动力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内

部驱动力主要来源于系统本身，包括基础设施支撑

力、资源集聚力和经济拉动力，外部驱动力与系统

外界环境相关，包括政府调控力、市场推动力、社会

促进力等。

33..22..11 内部驱动力内部驱动力

基础设施作为基本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是基

本公共服务—城镇化—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发展的

基本支撑。基础设施建设在改变经济活动条件的

同时，也极大地促进了集聚经济的形成，从而直接

影响到城镇化质量和生产率水平。根据因子探测

结果可知，互联网普及率（X3）的 q值随时间推移不

断增加，说明基础设施对基本公共服务—城镇化—

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发展的影响力不断上升。人口、

资本要素是反映城镇化水平的重要指标，也是经济

发展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必要前提，人口集聚或

扩散的形式、强度等会对三大系统耦合协调发展产

生重要影响。由表 4可知，城镇单位就业人员（X4）
的 q值也随时间推移不断增加，表明资源集聚力对

基本公共服务—城镇化—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发展

的影响程度逐渐增强。经济发展水平是基本公共

服务供给和城镇化发展的基础，构成了基本公共服

务—城镇化—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发展的根本驱动

力。3个年份中人均GDP（X1）始终为三大系统耦合

协调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且影响程度逐渐增强。

33..22..22 外部驱动力外部驱动力

在基本公共服务、城镇化和区域经济发展过程

中，政府行为始终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政府的

宏观调控主要通过合理规划、政策引导、市场监督、

社会管理等来实现。根据因子探测结果，2008年人

均地方财政收入（X5）的 q值为 0.71，是基本公共服

务—城镇化—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发展的主要驱动

因素之一，说明在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造成严

重冲击的背景下，政府通过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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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可以减小市场失灵对社会经

济造成的负面影响，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基本公共服

务—城镇化—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发展。改革开放

以来，贸易开放程度成为我国经济和城镇化发展的

重要驱动力，市场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有利于进

一步扩大出口和吸引外资，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

时，也推动了产业和人口集聚，从而影响城镇化发

展进程。3个年份中货物进出口总额（X6）一直是基

本公共服务—城镇化—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发展的

首要影响因素。以文化、教育等为代表的社会文明

程度对基本公共服务—城镇化—区域经济耦合协

调发展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社会文明程度提高

体现着社会、经济发展的进步，是基本公共服务供

给、新型城镇化建设、区域经济发展更高水平、更深

程度的追求目标。2008、2012和 2017年普通高等

学校在校学生数（X7）的 q值分别为 0.49、0.41和
0.54，对基本公共服务—城镇化—区域经济耦合协

调发展影响较大。

综合以上分析，我国省域基本公共服务—城镇

化—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发展是驱动因素作用于驱

动力，通过微观层面的作用机制传递到宏观层面，

由内部驱动力和外部驱动力彼此制约、相互推动而

实现的。在不同发展阶段，各影响因素发挥作用的

程度不同，但总体上形成基础设施支撑力、资源集

聚力、经济拉动力、政府调控力、市场推动力、社会

促进力等多元驱动机制综合作用的过程（图4）。

图4 基本公共服务—城镇化—区域经济耦合
协调发展驱动机制

Fig.4 Driving mechanism of coupling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basic public services-urbanization-

regional economy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①2008—2017年我国基本公共服务质量平均

水平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和波动性变化特征；城镇

化质量平均水平变化相对平稳，整体上呈现“稳步

上升—缓慢下降”的变化趋势；区域经济质量平均

水平波动上升，整体发展态势良好，但仍具有很大

的发展空间；三个子系统的发展变化特征之间具有

一定关联性，基本公共服务质量滞后于其它两个子

系统发展，且滞后期大约为2年。

②大多数省份的基本公共服务—城镇化—区

域经济耦合协调发展关系比较稳定，仅有个别省份

的耦合协调度等级类型在研究时段内出现上升或

下滑趋势；我国省域基本公共服务—城镇化—区域

经济耦合协调发展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性，部分地

区的三大系统耦合协调性有待进一步提升；2008—
2017年，处于不同协调等级的地区数量有所变动，

其中 2017年三大系统耦合协调等级整体下滑趋势

明显。

③基本公共服务—城镇化—区域经济耦合协

调发展受到多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各因素在不同

年份对三大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空间分异的影响力

略有差异；两个影响因子的交互作用始终大于其中

一个因子的单独作用；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城镇化

—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发展时空演化是由基础设施

支撑力、经济拉动力、资源集聚力、政府调控力、市

场推动力、社会促进力等多元驱动机制综合作用的

结果。

4.2 讨论

①在国家经济已发展到相当水平和新型城镇

化战略积极推进的今天，基本公共服务的滞后性与

非均衡性日益演化成社会的突出矛盾，严重制约着

其和谐、健康、科学发展。在“新时代”背景下，协调

好基本公共服务、城镇化和区域经济三者之间的关

系，努力走出一条以侧重民生福祉、缩小区域差异、

注重质量效益为主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成为当代中

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面临的重要课题。

②从系统论的角度出发，将基本公共服务—城

镇化—区域经济看作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以省

域尺度为单位，定量分析三个子系统之间的耦合协

调状态及其时空演变特征，弥补了目前学术界宏观

尺度研究单元少见、三系统耦合关系研究缺乏等不

足，但未求解三个子系统之间相互胁迫与耦合的阈

值范围是本文的缺憾所在。因此，从整体上构建基

本公共服务—城镇化—区域经济交互耦合效应的

理论和技术框架，进一步解析三个子系统之间的胁

迫强度、耦合规律、临界阈值、优化调控等内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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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应该重点努力的方向。

③受数据资料获取限制，本文选取了近十年数

据来探讨基本公共服务—城镇化—区域经济耦合

协调发展时空演变特征及其驱动机制，但因各子系

统之间以及内部影响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比较复

杂，十年的研究时段相对较短，无法对三个子系统

耦合协调发展关系及其影响因素与驱动机制做更

深层次的解析，下一步将以数据相对完善且易获取

的部分县域作为研究对象，在更长时间维度上对三

个子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动态变化过程及驱动机

制进行探讨，分析结果可能更具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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